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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 

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曹炳汝 孙巧
1
 

（江南大学 商学院区域发展研究基地，无锡 214122） 

【摘 要】：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

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 1990—2016 年长三角区域 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

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

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

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

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

“Z”字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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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工业化飞速发展，户籍政策也在逐步放开，与此同时，全国的城镇化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城

镇化的快速推进，也出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如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比较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城市病”问题较为严重，

且在城乡二元结构与市民化问题、城镇规模体系、城市空间郊区化蔓延、城市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严重制约

着城镇化的健康发展[1,2]。而产业在空间上的功能性集聚已成为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的关键，因此，正确认识长三角地区产

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耦合互动关系，探讨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发展机制，对推动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区布局与城

镇空间结构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解决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结构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其耦合协调发展。西方经济学家 Marshall 认为由于

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导致了产业在部分区域内不断聚集，进而促进了专业化城镇的产生和发展[3]。Scott 则从企业联系成本的

角度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做了新的解释，他将有交易网络关系连接的、空间集聚的产业综合体称之为“原始城市形

态”，并在进一步分析集聚经济以及劳动过程中的纵向一体化、纵向分解、生产联系时得出产业集聚的特点，进而与城市发展

联系起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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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人 Krugman、Fujita、Venables 在深入研究了经济与人口集聚的因果机制的基

础上，提出了迁移驱动模型及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等理论模式[5]。Edwin Mills 和 Bruce Hamilton 在吸收和发展马歇尔的外

部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米尔斯—汉密尔顿城市形成模型，他们用城市形成模型指出“产业的区位选择和集聚过程是城

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6]。Hollis B Chenery 和 Purcell Kyu 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

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7]。 

Glaeser 利用波士顿城市三百多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的长期繁荣主要取决于根据需求状况和技术变化迅速做出产业结构

调整的能力[8]。Duranton 通过在城市体系中加入“创新震荡”来研究影响城市体系演变的因素，发现跨行业创新带来的产业结

构变化是影响城市体系演变和就业増长的主要因素[9]。Sudekum 和 Findeisen 通过对西德 3%的城镇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的就业

増长取决于产业的初始结构，而非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
[10]
。Billings S B、Johnson E B、Lu等指出当城市拥有密集的商业场所

时，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城市化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发展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11,12]。Mondal B、Das D 

N、Dolui G 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城市空间扩张的方向，发现经济评估良好的空间环境以及投资者的兴趣是城市扩张驱

动力[13]。Verma S、Chatterjee、Mandal N R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和Shannon 熵方法量化了班加罗尔市的城市发展趋势，

提供了识别城市增长空间模式一种强有力的方法[14]。 

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集聚效应与城镇

空间的演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集聚效应能够通过知识外溢及规模经济等效应影响社会的生产成本，是城镇发展的动

力[15]。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有利的依托，产业集聚也在逐步适应城市群发展的趋势，逐步实现了

与城镇化的对接[16]。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产业的集聚使得城市的吸引力得到增强，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反过来，城市化

进程又对产业集聚带来了积极的作用[17]。许多学者都针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一部分学者选择了对整个产业的集聚

效应进行分析。朱智文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为起点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证明了这一关系，他发现一方面产业集聚形成了

城市并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另一方面城市的形成与优化升级又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集聚[18]。马延吉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研究了

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集聚发展与格局，指出城市群是区域产业集聚的载体，城市的扩展促进了产业的扩散和再集聚[19]。梁辰等

以大连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遥感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对 2000—2005年临港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多方面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

临港地区城镇空间结构演变的规律[20]。陆根尧等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对浙江省 20个县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互动，从静态和比较静

态视角进行了研究，得出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可以利用它们客观存在的关系，促进两者的互动发展[21]。

唐承丽等指出城市群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产业

集群是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2]。另一部分学者对特定行业的产业集聚进行了研究。刘曙华从行业角度着手，以长

三角地区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空间发展格局之间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和理论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对城

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3]
。徐维祥等运用全局自相关与耦合协调等多种模型测度了浙江省 2006—2012 年产业集群

的创新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发现 2006—2012 年期间，中国的城镇化与产业集群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上升的趋势，

协调度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整体态势，集聚态势呈倒“V”型变化[24]。高源等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海洋产业的空

间集聚与协调发展进行探究，发现 2001—2012 年期间其耦合协调程度总体上在持续增加，并以 2006 年为界由失调转为协调，

指出天津、上海、海南与福建是海洋空间集聚较强的地区，处于中级协调阶段[25]。俞思静等以江浙沪为例，运用 PLS 通径模型

及耦合模型，测度了该地区2004—2013 年金融产业的集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得出各市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板块化结构分布，

且其金融产业的集聚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逐年上升[26]。 

总体看来，随着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7,28,29]

。但现有研究

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前期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的耦合研究多停留在理论研究方面，后期研究大多停留

在定性探究，缺少对实证数据的分析和研究[30,31]；二是目前对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耦合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静态研究方面，

缺乏对两者关联发展整体趋势的把握[32,33]；三是对不同历史背景及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城市群缺乏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与归纳。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产业集聚和城镇化发展比较经典的区域——长三角区域为典型案例，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对长三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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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验证。并借助耦合协调及空间重心模型等分析与研究方法，从动态分析的角度，

对 1990—2016 年近 30 年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发展及其整体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期为其他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建设的协

调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2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机制分析 

2.1 产业集聚引起城镇空间格局的演变 

正是由于产业的空间集聚才导致了城镇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城镇具有明显的产业属性，而城镇空间格局的演变同样与城镇

的产业集聚密切相关。产业增长是城镇规模扩张和形态演变的根本动力，而产业集聚规模的发展是产业增长的核心内容和主导

动力。产业集聚的规模增长带来人力资本的大量集聚，甚至出现本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大量外地劳动力涌入城镇以满足生产

力的发展，大量流动人口的集聚则会催生出新的生活性服务空间，刺激城镇空间的增长及城镇功能的增加。总体来看，一方面，

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新的空间需求，从而引起城镇空间格局的重构；另一方面产业集聚的不断发展会催生相关产业的发

展，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则又会引起新的工业空间和生产服务性空间的出现，使得原有空间的规模和结构发生演变。 

2.2 城镇空间格局的演化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条件 

首先，城镇空间格局的演化为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生产要素。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及资本等基本要素重新

布局，使得资源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为产业的集聚提供条件。此外，城镇空间格局的演化使得城镇发展的硬环境得到

提升，各项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为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特别是日益发达的交通网络，不仅大幅度缩短了城

镇的空间距离，还加快了要素的流动，使得企业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得到降低，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最后，城镇

空间格局的演化缩短了企业在空间上的距离，使得知识和经验快速传播，能够促进企业间形成合作、竞争与创新的文化氛围，

创新性技术的传播与发展使得企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使得成本得以降低，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为产业集聚

发展提供了专业的服务保障。 

3 研究方法 

产业集聚的发展促进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而人口的增加又促使了城镇空间的增加，产业集聚系统和城镇空间格局系统相

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动态关系，形成了产业集聚区域的整体协调作用，为了测度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系统之间的这种耦合

演化的动态强弱程度，本文建立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的动态耦合模型。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有很多种，其中集中度、H

指数、EG 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等测度产业集聚的方法最为常见[34,35]。但这些方法均是基于一两个指标对产业集聚进行的测度，

而影响区域产业集聚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且这些测度方法都存在一个默认的假设：产业集聚存在于既定的行政区域之中。这

一假设使得这些测度方法没有考虑到产业集聚的真正地域，割裂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36]。鉴于单一指标测度的不足及产业集

聚存在的区际联系，本文采取了熵权法对多指标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对产业集聚进行测度。 

3.1 熵权法求权重 

首先通过数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间的量纲关系及异方差，使得数据更具有可比性。标准化的方法有很多种，如离差标

准化法、标准差及 Log 函数转换等，本文正向、逆向指标均采取离差标准化法计算得出，随后根据熵权系数法，可得系统第 j

个指标对应的熵值 E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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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则熵权的值可由公式（2）计算得出[37]。 

 

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一个物理概念，用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的作用关系，借助物理学的耦合概念和系

数模型可以构建耦合度模型。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可以表示为[38]: 

 

式中：U1 和 U2 分别代表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系统，分别由公式（4）和公式（5）计算得出。计算得出的产业集聚发展

综合评价得分越高，产业集聚的发展程度越高，反之，产业集聚的发展水平越低；计算得出的城镇空间格局的综合评价得分越

高，城镇空间格局发展越好，反之，城镇空间格局发展越差。 

 

式 中 ： xi 和 yj 为 评 价 产 业 集 聚 与 城 镇 空 间 格 局 两 个 系 统 的 指 标 ； ai 和 bj 分 别 为 个 指 标 的 权 重 ；

。为了避免由主观因素带来的权重误差，采用熵权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值。 

虽然上面的耦合度 C 可以测度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的耦合强度，但不能反映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因为当评价

产业集聚和城镇空间格局的指标值很低时，也会出现高耦合度的情况，因此，需要利用耦合协调度对耦合度模型做进一步的改

善，使模型不仅能准确地反映两系统的耦合程度，还能体现它们协调水平的高低。改进的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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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表示耦合度，它的大小反映了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协调发展的程度；α 和 β 为权重；D 为耦合协调度，D 的

取值范围在 0～1之间，反映了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整体协同效应。耦合协调度评价准则见表 1。 

表 1 耦合协调度评价准则 

耦合协调区间 D的取值范围 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作用解释 

不可接受区间 0.00～0.20 极度失调衰退类 耦合作用极不明显，有序性非常差。 

 0.21～0.40 一般失调衰退类 耦合作用不明显，有序性差。 

过渡区间 0.41～0.50 勉强耦合协调类 存在一定的耦合作用，但影响作用不大。 

 0.51～0.60 初级耦合协调类 存在较强的耦合作用，初步协调。 

可接受区间 0.61～0.80 良好耦合协调类 存在较强的耦合作用，协调程度大。 

 0.81～1.00 优质耦合协调类 耦合作用极强，协调作用极强。 

 

3.3 空间重心模型 

空间重心模型综合考虑了事物空间（经度、纬度）及时间上的性质，是空间统计分析技术中分析属性值空间地理分布特征

的重要工具。可以体现区域属性值的平衡结构，基于此，构建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空间重心模型[39]。 

 

式中：Pt、Qt分别表示所研究区域产业集聚（城镇空间格局）在第 t年的空间重心经、纬度坐标，以此来表示属性值的空间

平均中心；pi和 qi是第 i个次级区域的经纬度坐标；Sit表示第i个次级区域第 t年的产业集聚（城镇空间格局）。空间重心偏离

度是刻画两系统匹配度及判断两者耦合时空态势的指标，可以由公式（9）计算得出。 

 

式中：D
t
I-U 表示第 t 年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空间偏离度；C 为经纬度距离转换为平面距离的转换系数，设定为

111.111[40]。 

4 数据来源及指标体系构建 

4.1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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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0 年《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所列出的城市为长三角区域的空间范围（表 2）。选取1990—2016 年长三角区域 16个地

级市的面板数据（由于 1990—1995 年泰州市隶属于扬州市的一个县，因此 1990—1995 年长三角区域有 15 个地级市），将其划

分为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16 年 4个时间段，对该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进行研究，本文的数据

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长三角各地级市统计年鉴，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经插值法处理得出。 

表 2 长三角区域所包含的 16个地级市 

省份 长三角区域所包含的地级市 

江苏省 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南通、扬州、泰州 

浙江省 宁波、杭州、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 

上海市 — 

 

4.2 指标体系构建 

从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内在联系出发，统计指标的使用频率和比例，严格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与代表性的指标体系

建立原则，并根据指标和研究目标的重要性和可用性，构建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指标体系。在参考现有文献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41,42]，发现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主要分为产业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其中，产业发展规模主要由建成

区单位土地面积产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衡量，其中建成区单位面积产值以地区生产总值和建成区土地面积的比值表示。城

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化水平通常用非农人口的占比来表示。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产业向城镇

区域不断集聚，促使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又推进了为满足进城就业人口各种需求的城镇建设，带来城镇功能布局的变化及

城镇空间格局的时空演进，总之，城镇化水平是推动城镇空间格局发展及演化的重要力量。城镇空间格局是城镇要素在空间范

围内的分布和联结状态，是城镇要素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因此本文选取城镇要素对城镇空间进行描述和分析。首先，城镇空

间格局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城镇的空间蔓延式扩张，即农业或未利用土地不断转化为建设用地，能够反映城镇功能区的空间演变。

其次，城镇人口的密度也影响着城镇空间格局，一般来说，城镇中心区的人口居住密度最高，离城镇中心越远，居住人口越低[43]。

此外，随着国民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城镇交通进一步缩短了区域时空距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空间格局[44]。因

此本文选择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人口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及万人拥有公共汽车等 4项指标来衡量城镇空间格局（表 3）。 

表 3 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产业集聚 建成区单位土地面积产值 亿元/km2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 %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 % 

城镇空间格局 城镇建成区面积 km2 

 城镇人口密度 人/km
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m
2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 辆 

 

5 实证分析 

5.1 综合指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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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运用标准化方法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的量纲及数量级的影响。随后，为避免主观意识的影响，本

文选择熵权系数法估计标准化指标相应的权重，基于公式 4和公式 5，计算得出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综合评价指标，即产

业集聚综合评价指数（ISI），城镇空间格局综合评价指数（UI）。并将 1990—2016 年划分为 1990—1999 年，2000—2009 年，

2010—2016 年 3个时间段，分别计算 3个阶段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综合评价指数的均值，以直观展现 ISI 与 UI 各时期的综

合水平（表 4）。 

表 4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综合评价指标均值 

 
1990—1999 2000 —2009 2010—2016 1990—2016 
ISI UI ISI UI ISI UI ISI UI 

苏州市 0.143 0.129 0.397 0.304 0.829 0.510 0.415 0.293 

无锡市 0.130 0.163 0.309 0.345 0.557 0.486 0.307 0.314 

常州市 0.103 0.139 0.247 0.269 0.465 0.376 0.250 0.249 

南京市 0.112 0.188 0.243 0.424 0.459 0.636 0.250 0.392 

镇江市 0.098 0.125 0.216 0.232 0.416 0.353 0.224 0.224 

南通市 0.098 0.130 0.275 0.241 0.511 0.391 0.270 0.239 

扬州市 0.107 0.124 0.232 0.209 0.444 0.282 0.241 0.197 

泰州市 0.143 0.123 0.234 0.222 0.487 0.308 0.301 0.232 

宁波市 0.119 0.116 0.296 0.251 0.520 0.409 0.289 0.242 

杭州市 0.117 0.115 0.281 0.289 0.498 0.451 0.276 0.267 

嘉兴市 0.104 0.094 0.245 0.224 0.452 0.328 0.246 0.203 

湖州市 0.089 0.058 0.199 0.177 0.343 0.284 0.196 0.161 

绍兴市 0.139 0.083 0.284 0.227 0.459 0.315 0.276 0.196 

舟山市 0.068 0.090 0.170 0.171 0.291 0.276 0.164 0.168 

泰州市 0.091 0.089 0.221 0.204 0.373 0.294 0.213 0.185 

上海市 0.176 0.405 0.466 0.657 0.859 0.766 0.460 0.591 

 

运用 ArcGIS 软件的自然断裂法，将计算得到的1990—2016 年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两大系统的平均值划分为四个层次：

高层区，相对高层区，相对低层区和低层区（图 1），通过分析发现，从产业集聚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上海和苏州市为高层次

的地区，无锡、南通、泰州、杭州、绍兴及宁波是较高层次的地区，湖州、台州和舟山为低层次的地区，而南京市则因为建成

区面积较大，从而导致建成区单位土地面积产值较低，使得该城市的产业集聚值偏低，和扬州、镇江、常州、嘉兴等市落在了

较低层次的地区。从城镇空间格局的发展来看，上海市的城镇空间格局已经较为成熟，一直处于高层次的水平。南京和无锡市

为较高层次的地区，除扬州、湖州、嘉兴等五市为低层次地区外，其余地区均为较低层次区域。 

5.2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互动关系研究 

在探究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时，先验证两个系统之间长期性及均衡性关系的存在，然后采用面板回归分析，

分别检验产业集聚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情况，与城镇空间格局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情况，当两个系统之间存在影响且影响显著

时，就可以验证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这种动态关联耦合关系的存在。由于泰州市在 1996年之前隶属于扬州的一个县，并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进行计量研究时，将数据缩小为 1996—2016 年长三角区域的 16 个市。在进行验证之前，对所有

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据之间的共线性及异方差，增加数据的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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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2885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5.2.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面板回归的精准度建立在回归变量是平稳数据的基础之上，因此有必要在做面板回归之前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原理是将变量的各截面数据看成一个整体进行检验。通常用来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LLC 检验、

IPS 检验、ADF-Fisher 检验及 PP-Fisher 检验。其中 LLC 检验是建立在横截面数据具有同质性并且相互独立的基础上，被称为

“相同单位根检验”，而 IPS、ADF-Fisher 及 PP-Fisher 检验则允许在不同的截面单位取值不同，即可以进行异质面板单位根

检验。在进行单位根检验时四种检验方法的结果不尽相同，通常以 LLC 和 ADF-Fisher的检验为准。这四种单位根检验的原假设

均为“数据存在单位根”，当 P<0.05 时，说明统计量在 9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当 P>0.05时，不能拒接原假设。表 5列出了

所选变量的四种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 5 可以看出，LNISI（产业集聚）和 LNUI（城镇空间格局）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05，通过了面板单位根检验，均为平

稳序列 I(0)，没有单位根。此结果符合面板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对其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探究LNISI（产业集聚）与 LNUI

是否存在长期性与均衡性的关系存在。 

表 5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LLC 检验 IPS 检验 ADF-Fisher PP-Fisher 单位根 

ISI -4.64429 -3.02186 52.8334 21.5595 否 

 (0.0000) (0.0013) (0.0117) (0.9187)  

LNISI -23.3441 - 314.166 377.925 否 

 (0.0000)  (0.0000) (0.0000)  

UI -0.39671 4.76151 10.4477 7.67523 是 

 (0.3458) (1.0000) (0.9999) (1.0000)  

LNUI -8.36556 -2.86498 64.4977 91.5584 否 

 (0.0000) (0.0021) (0.0006) (0.0000)  

 



 

 9 

5.2.2 面板协整检验 

面板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建立在 EngleandGranger 两步法检验基础上的面板协整检验，具体方法主要

有 Pedroni 检验和 Kao 检验。另一类是基于 Johansen 基础上的协整检验。本文主要采用 Pedroni Residual 检验验证面板数据

的协整情况（表 6），该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造出 7个检验统计量对协整结果进行检验，由于 Panel ADF 和 Group ADF 的

检验结果最为准确，PanelV 和 Group Rho 的检验效果最差，其他统计量的检验效果位于他们之间，因此，当检验结果不一致时，

应按照效果的优劣进行判断。 

综合看来，除 Grouprho-stat 接受原假设之外，其余的检验均拒绝原假设，由于 Panel ADF 和 Group ADF 的检验结果最为

准确，因此检验结果主要以这两个统计量为主，最后可得出序列 LNISI 和 LNUI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均衡的关系。

下面本文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 

5.2.3 面板回归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在上面的检验中，可知序列 LNISI 和 LNUI均为平稳性序列可以进行面板回归，但在回归之前，首先要对面板回归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决定选择的面板回归模型。Hausman 检验模型的形式如下： 

 

原假设为：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利用该模型分别对产业集聚和城镇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影响分别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

表 7和表 8所示。 

由上表可知，城镇空间格局对产业集聚影响的 Hausman 检验的P值小于 0.05，因此，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建立随机

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而产业集聚对城镇空间格局影响的 Hausman 检验的 P 值大于 0.05，应建立随机效

应模型。运用 Eviews 软件，分别对两种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9。 

5.2.4 回归结果分析 

从面板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城镇空间格局和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且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化对产业

集聚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为 1.218476，并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城镇空间格局的改善对产业集聚的增加具有明显

的正向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产业集聚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回归系数为 0.721357，也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空间结构明显的正向

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两个系统之间存在动态关联的耦合关系。 

5.3 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显著 

表 6 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Panelv-stat Panelrho-stat PanelPP-stat PanelADF-stat 

组内统计量 1.962242 -1.902652 -3.890793 -4.242476 

(Weighted) (0.0249) (0.0285) (0.0000) (0.0000) 

  Grouprho-stat GroupPP-stat GroupADF-stat 

组间统计量  -0.115078 -3.569034 -4.332671 

  (0.4542) (0.0002)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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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城镇空间格局对产业集聚影响的Hausman 检验 

Test Summary Chi-sq.Statistic Chi-sq.d.f. Prob. 

Cross-sectio nrandom 25.168839 1 0.0000 

 

表 8 产业集聚对城镇空间格局的Hausman 检验 

Test Summary Chi-sq.Statistic Chi-sq.d.f. Prob. 

Cross-sectio nrandom 2.071474 1 0.1501 

 

表 9 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产业集聚（LNISI） 回归结果 城镇空间格局（LNUI） 回归结果 

C 0.344601 C -0.408378 

 (0.0000)  (0.0000) 

城镇空间格局（LNUI） 1.218476 产业集聚（LNISI） 0.721357 

 (0.0000)  (0.0000) 

Adjusted R-squared 0.897754 Adjusted R-squared 0.872362 

 

通过前文对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的关系，基于此，对1990—2016 年 27 年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及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首先依据公式（7），

计算出 1990—2016 年长三角 16 个市的耦合协调度，随后加入江苏省、浙江省及上海市等三大区域的均值，以更有对比性地研

究长三角区域不同省份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情况，图 2列出了长三角区域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值。 

从 3 个区域（上海、江苏、浙江）的均值来看，各区域耦合值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上海市的耦合协调程度要明

显高于其他区域，可见上海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程度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江苏和浙江省的耦合协调均值分别

从 1990 年的 0.2504、0.2278 上升到 2016 年的 0.7201、0.6407，年均增幅分别为 4.15%,4.06%，其中江苏省的耦合协调值在2005

年进入初级耦合协调发展，而浙江省则在 2007年进入初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从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均值来看，1990—2016年期

间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协调值均处于上升阶段，并于 2005 年进入了初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表明两个系统在这个时

期的关系逐渐趋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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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 1990—2016 划分为3个时期进行研究，以进一步探讨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时空耦合的演变情况，

并绘制出三个时期耦合协调度的情况图（图 3）。 

从图 3 中可看出，从耦合度来看，1990—2016 年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度处于较高水平，各地级市

的耦合值均在 0.9 以上，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处于高度耦合时期。从协调度来看，根据耦合协调判定准

则，1990—1999 年期间，除上海市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外，其余 15 个地级市均处于一般失调衰退阶段阶段。

2000—2009 年期间，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协调关系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整体耦合协调面积增加了近一倍，苏州、南

京、无锡等 5 个市均上升至初级耦合协调阶段，上海市则从初级耦合协调上升至良好耦合协调阶段，其余市均达到了勉强耦合

协调。2010—2016 年期间，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协调度面积进一步扩大，此时，上海和苏州市的耦合协

调度已经达到了优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南京、无锡、杭州等10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均达到了良好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其余

市也都处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可见该时期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 

 

5.4 耦合协调度呈“Z”型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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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1990年、2000年、2010年及 2016 年 4个时间点进一步对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进

行探究，并根据耦合协调评价准则将耦合协调度分为极度失调、一般失调、勉强耦合、初级耦合、良好耦合和优质耦合 6 个阶

段，用 ArcGIS软件将这 4个时间点耦合协调情况在空间上进行描绘（图 4）。 

从图 4 可以看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其城镇空间格局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关系最为强烈，1990 年，长三

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度普遍偏低，除上海市处于勉强耦合协调阶段外，其余 15 个市均处在失调衰退的阶段。到了 2000 年，长三

角的耦合协调度大面积提升，除泰州、湖州、嘉兴、舟山及台州 5 个地级市外，其余城市均达到了耦合协调，但该时期城镇仍

普遍处在勉强耦合协调阶段。2010年，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市均已达到了耦合协调阶段，但耦合协调程度却有所差异。在上海

市的带动下，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迅速，其中苏州、无锡等市的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均与南京趋近，并且南京、苏州、无锡等 6

个城市达到了良好耦合协调阶段，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2016 年苏州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又进一级，达

到优质耦合发展阶段。此时，除舟山和湖州还处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外，其余城市均达到了良好协调阶段。从整体来看，长三

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都在稳步提升中，但长三角区域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要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且长

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苏州-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在该轴线的带动下，临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也在逐年上

升，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呈现“Z”字形发展。 

5.5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重心值不断优化 

上文的耦合协调分析展示了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的耦合度的时空分布特征，可以看出两系统的耦合协

调值在不断地优化中。同样地，两系统的空间重心之间的距离是也有着相同的演变趋势。 

图 5 即是运用空间重心模型计算得出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重心的空间距离，刻画了两者空间距离的变动趋势。从图

中可以看出前期两者的空间重心的距离偏高，在 1994 年达到了顶峰。1994—2015年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时期两系统的空

间匹配度得到了显著地提高，这一部分得益于全国产业政策的成功实施。2014 年之后，两者的空间匹配程度又出现了降低的趋

势。但总体看来，两系统空间距离表现出明显地波动式缩小趋势，可见，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空间匹配度在不断地优化

中。这也意味着这些年来中国在产业结构和城镇空间优化等方面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仍要不断推进产业集聚与城镇空

间结构的改革发展，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改革，促进“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产业集聚和城镇空间

格局在不断优化中相互促进，形成良性的协调发展关系，从而最终推动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向更高的耦合协调水平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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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2885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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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利用长三角区域 16 个市 1990—2016 年的面板数据，针对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计量研究，并对近

30年来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以下发现及认识： 

(1）基于对长三角 1990—2016年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着显著

的长时间的动态耦合关系，且城镇空间格局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较强。因此长三角区域各城镇地方政府应按照各区域地方特点、

遵循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统筹规划城镇空间格局，优化城镇内部空间结构，加快促进长三角区域各城镇的产业集聚与快

速发展。 

(2）从 3 个省市看来，江浙沪地区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协调值逐年稳步提高，但上海市的耦合协调程度要远高

于江苏和浙江省，长三角区域三省市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耦合协调的发展不够均衡。从长三角区域发展的不同时期来看，

1990—1999年，长三角区域各地级市城镇空间格局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2000 年以来，随着全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长三角各城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各异，其中上

海市一直处于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中心城市，发挥着带头作用，带动了周围城镇的崛起以及耦合协调程度的提升。苏州、

无锡、南京、杭州等城市则发挥着次中心的作用，对周边城镇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带头作用。 

(3）整体上来看，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都在稳步提升中，但长三角区域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

角区域北部的发展。且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苏州-无锡-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在该轴线的带动下，临近

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也在逐年上升，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发展特征。 

本文从时空角度探究了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动态耦合关系，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但长三角区域整体

的耦合关系仍有待提升。针对目前长三角区域耦合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对于上海这种耦合发展水平极

高的城市，要转变发展思路，围绕上海建设“五个中心”战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淘汰或转移“重大粗”、高能耗及

高污染产业，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及时疏解非核心的产业，尤其是类似冶金、化工等产业，并腾出城市发展空间，

更好地发挥长三角首位城市的辐射带头作用。对于苏州、无锡、南京及杭州等耦合发展水平较高的次中心城市，要根据城市自

身的耦合发展状况，及时调整产业集聚功能区及城镇空间格局发展现状中的不协调问题，使得两系统在不断优化中相互促进，

形成良好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耦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应根据各区域地方特点，制定适合本区域的产业集聚发展政策，合

理布局城镇空间结构，充分发挥两系统的相互促进作用，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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